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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治理视域下乡村干群关系重塑研究
———基于村干部助农直播实践

喻晓社　 游　 琪

摘要: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助农直播作为媒介化治理的本土化创新

路径,为重构基层治理场域中的干群关系提供了新型实践载体。 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治

理效能—关系重塑”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媒介化治理对乡村社会关系的形塑机制。 区别

于既有研究对媒介赋能的传统认知,研究以中部某“空心村”村干部的助农直播实践为主要

对象,结合网络民族志与实地访谈调研,解构“媒介化必然促进治理优化”的认知定式,揭示

媒介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差异化实践逻辑。 研究发现,助农直播的治理效能呈现出显著的

能者效应,其作为治理资源的有效性受制于村干部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在具体实践中,传
统干群联结机制式微、多元主体价值理性冲突、村务管理与直播时序矛盾构成三重现实梗

阻,可通过搭建利益联结、强化多元治理、推进制度改革等三个方面提升治理效能,为乡村

干群关系的重塑提供多维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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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化治理是媒介形塑治理的过程,是传播媒介在媒体深

度融合时代突破其中介性、载体性、工具性的技术客体角色,深刻嵌入国家与社会治理场域的现实表

征。[1] 在深度媒介化时代,短视频、直播等媒介技术高度嵌入治理场域,乡村治理与媒介交融衍生出

新型媒介化治理形态,即“直播治村” 。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湖北省燕窝湾村、胡范村、江西省苏家墩

村、湖南省红岩村、河南省内黄县、福建省梅溪村等全国多地村干部皆采用直播助农的方式治理乡

村,直播助农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治理形态,并对乡村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探讨村干部的乡村媒

介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在以往的乡村媒介化治理研究中,直播电商被视作引导经济资金、人才与技术要素等经济增长

要素涌入乡村的实现路径[2] 。 但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言,人类的经济行为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

的[3] 58 ,对于媒介化治理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经济意义,还应关注其能带来的社会意义。 前期调研中笔

者发现,在 S 村开展“直播治村”实践之前,干群关系存在较为疏远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村民们本着

“不打扰”的行事原则甚少主动与村干部接触,村干部本着“不出事”的行事原则缺乏与村民的深度

互动,干群之间既无实质性矛盾,也无事务性联系。 而群众路线是我国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相较于税费改革之前紧张的干群关系,干部脱离群众是更为糟糕的干群关系[4] 344 ,村干部作为村民

的当家人与乡镇政府的代理人,干群关系的疏离将直接影响乡村政策的落地与民意的反馈,不利于

乡村社会的发展。 乡村合作共赢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健康的干群交往模式。 因此,研究

聚焦村级干部在开展媒介化治理时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干群关系,考察村干部助农直播的媒介

化治理实践及其对干群关系的重塑路径,拟由此洞察乡村媒介化治理实践的社会意义。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一)本土实践演进:媒介化治理的多元化呈现

媒介化治理是指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特征和重要驱动机制,具有建构政治现实、推动社会制

度变革的力量,蕴含了独特的价值和实践体系[5] 。 因此,媒介化治理是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实践结

果。 作为动态性的复合概念,媒介化治理包含从“媒介”到“媒介化” ,从“媒介化”到“媒介化治理”
的双重演进逻辑。

从“媒介”到“媒介化”的演进逻辑看,随着社会生活的基本构件潜在地被媒介形塑,“媒介化”被

视作为一个元过程( meta-process) ,是社会基本特性的描述[6] 。 概言之,“媒介化” 被理解为媒介的

“机制化” ( institutionalized)和媒介的“情景化” ( contextualized) 。 可见,“媒介化”的内涵演变与媒介

传播技术的变革和社会变迁有着很大的关系,凸显媒介在大众日常生活结构( fabric)中比重的递增,
甚至强调媒介已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 从“媒介化”到“媒介化治理”的演进逻辑看,其衍生于

国家治理语境中,体现媒介通过制度化因子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并贯穿治理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对

国家政策、公共空间、日常生活、社会治理等各领域的渗透[5] 。
现有关于媒介化治理的研究,主要关注不同媒介对不同社会治理领域的功能与作用。 在研究对

象上,针对电视、微信、微博等媒介展开研究,闫文捷等较早系统地提出媒介化治理,并将电视问政节

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媒介化实践可提升治理的开放性与平等性,为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强化官

民对话的正当性以及多元对话带来的可能性[7] 。 钟伟军认为电视具有时间滞后性与信息单向性的

媒介特征,政府利用官方微博发布公众信息,是收集民意与建立对话的有效手段,可弥补电视媒介治

理的不足[8] ,郭泽德则认为微博虽打破了政治传播的隔层化枷锁,但同时造成了谣言滋生、言语攻

击、泛娱乐化的情况,而政务微信是对政务微博对话机制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失真与信

息噪音[9] 。 近年来,以短视频、直播为主的视觉媒体崛起,媒介化治理呈现出多样化形态的趋势。 自

2018 年抖音平台推出政务抖音号以来,短视频逐渐成为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宣发与推广的重要形式,
并以此拉近官民距离[10] 。 面对公共突发危机时,政府以社交平台官方通报或实时直播的形式逐渐

替代以往的新闻发布会,成为民众关注公共治理的重要窗口。 此外,浙江建立“智慧大脑”平台基础

设施,对接“政府—公众”的双向需求,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前,通过媒介化治理平台了解民生民情,
提前做出研判分析[11] 。 概言之,尽管现有研究成果对媒介化治理议题展开相关讨论,但大部分偏向

媒介化理论的研究,缺乏乡村相关田野资料,尤其是在本土化行政色彩浓厚的治理语境下,关于媒介

化治理多元形态的田野调查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乡村的媒介化治理实践议题中,众多学者以县级融媒体为乡村媒介化治理的研究对象,认为

是连接多元治理主体、聚合多种治理要素的连接性平台[12] 。 还有学者探究电影院、贵州“村超” 、短
视频等乡村媒介化治理实践样态。 例如,张铮等认为安徽省通过建设乡镇电影院打造本土活力的乡

镇文化空间,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的发展,对繁荣乡镇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是
一种乡镇文化治理的重要途径[13] 。 也有学者关注驻村干部利用媒介独特的注意力资源分配机制,
通过短视频治理的方式对乡村公共议程设置、公共话语表达和治理行动逻辑等产生一定的影响[14] 。
显然,关于媒介化治理的乡村议题已有少量研究,但鲜有成果将媒介化治理与乡村干群关系相勾连,
然而,这两者密不可分,实现乡村干群关系和谐,需要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反之,治理效能的提

升利于干群关系的发展。
(二)直播嵌入治理:村干部媒介化治理的创新实践

村干部助农直播是媒介化社会的时代衍生品,与现实情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方面,从乡

村助农直播的发展脉络来看,村干部的直播实践最早可上溯至脱贫攻坚时期。 2018 年,阿里巴巴举

办“2018 脱贫攻坚公益直播盛典” ,甘肃、新疆、安徽等多地贫困地区的官员集体加入直播[15] 。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农产品大批量滞销。 为解决这一难题,一时间以县长、书记为主体的助农直播

带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潮,那一年也因此被称为“县长直播带货元年” 。 此后,官员助农直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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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直在延续,但县长带货助农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村书记助农直播在江西、湖南、
贵州、福建、黑龙江等多地崛起;另一方面,从乡村助农直播的实践主体来看,已有学者关注到网络达

人、政府官员、主流媒体、乡村妇女、返乡青年、在地村民等群体。 也有学者关注政府官员的助农直播

面临因缺乏媒介实践而导致的“身”与“心”的双重考验,以及在“数字政绩”的价值导向下公众的信

任危机[15] 。 尽管对于助农直播已有所研究,但以村干部为治理主体,探究其媒介化治理的逻辑实践

与干群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如今,互联网助农直播已成为一道媒介景观,村干部嵌入直播更是常

态,这种新型媒介化治理模式将持续为乡村治理注入活力。
在媒介化治理视域下,村干部助农直播作为一种媒介化治理形态,具备治理的政治属性和传播

的媒介属性,遵循政治和媒介双重规律。 从政治属性上来看,乡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基层党组

织参与治理的重要内容。 其中,乡村经济建设是首要任务。 从媒介属性上来看,助农直播以其强大

的获客属性、营销节奏、资本力量等,是增加乡村和农产品可见性、促农增收的重要渠道。 因此,助农

直播与乡村治理二者在主体—行动—目标上高度契合。 多地政府为响应“数商兴农”的政策号召,在
基层党委统筹下,将直播作为重点产业扶持,将其视作带动乡村经济的新引擎。 可见,乡村电商是基

层政府、村干部、村民、主播、物流、企业等电商发展中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媒介化治理的缩影[16] 。
因此,村级组织或村干部嵌入直播场域,是一次基层组织媒介化治理的创新实践。

(三)社会变迁与联结弱化:乡村干群关系的嬗变

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干群关系通常涉及“干部”与“群众”两类主体,“ ‘干部’指掌握一定公共

权力与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包括党政系统、法院检察院系统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人员以及国有企业

的管理人员,还包括农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之类的最基层的‘干部’ 。 干群关系中的‘群众’
与‘干部’相伴而存在,与‘干部’ 阶层发生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社会阶层都可以称之为

‘群众’ ” [17] ,本研究所言干群关系指的是乡村基层干部与村民构成的社会关系。
乡村干群关系的变迁与乡村社会的变革转型有很大的关系。 以 2006 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为

分水岭,在这之前,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面对村民时,村干部是为村民利益

考虑的当家人,面对乡镇政府时,村干部是收粮派款和计生宣讲的执行代理人[4]340 ,收取农业税被戏

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此时的村干部因执行政务的压力使得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2006 年以后,
国家取消农业税,干部不用再向村民收税,同时也失去相应的治理资源,难以向村民提供帮助,干群

关系更多表现为疏离关系。 此后,国家通过政策范式转型逐步消解城乡资源非对称性汲取机制,转
而构建以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及要素市场双向流通为核心的乡村发展反哺体系,实现从

“以农补工”到“以城带乡”的制度性跨越。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国家行政力量再次广域

覆盖乡村,此时的干群关系更多表现为行政帮扶关系,财政专项转移性支付、产业扶持等项目落地,
使得乡村干部重新拥有治理资源,进而围绕资源分配形成新型互动网络,此时以保护性治理为主,保
护贫困群体的基本权益,因此干群联结十分紧密[18] 。 而如今以开发性治理为主,以市场化手段保障

重点户不返贫和带动村民共同富裕,且乡村媒介化程度显著提高,村务信息透明度也随之增强,使得

村干部缺乏直接性的治理资源,干群双方联结机制式微。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我们认为现有对乡村干群关系的研究多局限于制度性变化带来的影响,较

少根植于时下的媒介环境对干群关系的影响。 然而,随着媒介对乡村社会的植入程度逐渐加深,本
研究视域不得不以媒介为基本参照点,以此审思村干部媒介化治理实践对干群关系的影响。 鉴于

此,本研究选取中部一个“空心村”展开线上与线下的田野调查,通过分析村干部助农直播这一媒介

现象,进而探讨媒介化治理对干群关系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关于乡村干群关系的重塑路径研究,从治理逻辑来看,良好的干群关系与治理效能呈正相关,而
治理效能的评价倾向于上下两级的诉求是否满足,即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是否实现,以及乡镇政府

的考核标准是否达成。 直播助农的核心在于以媒介为连接吸纳社会资源满足各级主体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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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通过构建媒介化治理视域下基于“利益联结—治理效能—关系重塑” 的初步分析框架(图

1) ,试图呈现干群关系的重塑机制。

图 1　 媒介化治理视域下重塑乡村干群关系的分析框架

(一) “利益联结—治理效能—关系重塑”分析框架

在媒介化治理实践中,村干部和村民处于同一治理场域中,身份与视角的不同催生差异化的利

益诉求。 村干部作为压力型体制下的执行末梢,其利益诉求兼具公利性与自利性特征,既要平衡乡

村治理与村民利益之间的冲突,也要兼顾政治考核与经济收益的个人利益诉求[19] 。 而村民的利益

诉求往往呈现出个体利己主义的行为逻辑,本着尽可能“多一点”的获利原则向上争取。
作为治村主体,村干部采取以直播为主的媒介化治理行动,以此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产生数字政

绩,并建立与村民基本的治理事务性联系。 基于村干部不同程度的媒介认知产生不同的直播治村效

能,治理效能又反馈到干群关系的形塑之中,形成“治理效能—干群关系”的双向赋能机制。 具体来

说,村干部的治村逻辑主要在于对村庄资源的获取、使用、分配,并以此建立起与各方利益主体的连

接过程。 村庄资源主要分两类:外源性资源与内源性资源,前者为国家转移性支付的各类项目或经

费支持,后者为村庄集体资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20] 。 村干部利用媒介为连接盘活内源性资源,并
撬动各类项目等外源性资源转化为内源性资源,形成各级治理主体的利益联结,当直播所撬动的外

源性资源更丰富,则可联结利益更为紧密。 当相关者的利益得到满足时,易形成协同性行动,有助于

治理效能的提升[21] ,治理效能与干群交往互为因果,治理效能的提高有助于干群交往的健康发展,
反之,良好的干群关系有助于促进治理效能的提高。

但助农直播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前期需要时间成本和基于媒介认知的持续性行动调适,乡镇政

府、村民各自拥有不同基础的媒介认知,并不必然与村干部的媒介化治理实践理念相一致,且村干部

的实践理念还需经受媒介化和市场化考验,因此,以直播助农为媒介化治理的主要方式可能会存在

治理成效的差异。
(二)研究方法

在样本选择上遵循典型性和异质性原则,选取中部地区某“空心村”媒介化治理的成功案例为线

下田野点,其发展轨迹具有政策响应性与实践示范性,是治理现代化与数商兴农等政策实施下的典

型案例,并同时对线上数十位其他不同类型的直播助农的村干部进行观察访谈。 S 村陈支书是中国

村支书“三农达人”助农团成员,经过一年多的助农直播尝试,单场直播总场观 80 多万(总场观指单

次时间段内观看直播的总人数) ,在“三农”类直播带货中销售额排名全国前三,S 村逐渐从“空心村”
转型为“电商村” ,陈支书成为村民口中的“网红书记” 。 S 村共有 844 户 3553 人,曾经是重点帮扶

村。 当地油茶面积 2300 亩,因地处偏远,村民种植的茶叶、压榨的茶油等缺乏销路,加之青壮年劳动

力外流,村庄陷入产业贫瘠的窘境。 2015 年,在浙江义乌工作十余年的陈支书决定返乡,2018 年成

为党支部书记,恰逢当地政府“电商进村”政策的扶持,在完成基础网络设施的搭建后,政府随即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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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免费的短视频拍摄剪辑培训。 2021 年,陈支书入驻抖音 App,为宣传家乡和促农增收,陈支书

开始带领村民拍摄具有风土人情的短视频。 2023 年,陈支书尝试直播带货,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直
播带货的月销售额可以达到上百万元。

为丰富研究样本和强化研究效度,体现研究样本遵循的异质性原则,笔者还选择河南省内黄县、
福建省海溪村、湖南省澧县等地的村干部助农直播实践为研究对象,并对此进行半年以上的观察研

究,再结合观察联系到部分账号关联人进行网络访谈。 这些账号都具备 2 万以上的平台粉丝量,且
在固定时间进行助农直播,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却呈现较大差异,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研究主要运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网络民族志是一种在线上空间进行田野调查的定性

研究方法,关注的是线上社区、网络社群或网络文化等,在实际研究中,往往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

研究方式[22] 。 因此,本研究通过互联网参与式观察,从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在一年多的时

间里,以抖音平台中身份定位为“村干部”的 S 村陈支书助农直播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数位其他村干

部助农直播为次要研究对象,通过在线观察和评论村干部们的直播和短视频内容,与其建立初步信

任和联系。 其间,笔者于 2024 年 6 月、12 月前后两次前往 S 村,观察村干部们与村民的交往实践,并
与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身份 访谈时间 访谈形式 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

P1 江西省 S 村村支书 2024 年 12 月 19 日 线下访谈 800 ~ 6000 / 人

P2 江西省 S 村驻村书记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线下访谈

P3 江西省 S 村驻村队员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线下访谈

P4 河南省 A 村村支书 2024 年 11 月 5 日 线上语音 8 ~ 70 / 人

P5 福建省 B 村驻村书记 2024 年 11 月 8 日 线上文字 500 ~ 4000 / 人

P6 湖南省 C 村名誉“村长” 2024 年 11 月 25 日 线上文字 300 ~ 3000 / 人

P7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线下访谈

P8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线下访谈

P9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线下访谈

P10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线下访谈

P11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12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13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14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15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16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17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18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19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P20 江西省 S 村村民 2024 年 6 月 15 日 线下访谈

　 　

三、冲突与耦合:直播治村中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交融互构

如前所述,干群关系的嬗变与社会变迁相互勾连。 过去,许多村民认为基层干部在面对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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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时以权谋私,同时伴有基层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是干群不和谐的重要原因[23] 。 而后,人
口流动引致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乡村利益格局相应出现变化,这是干群关系变迁的重要

动因[24] 。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S 村人口流动呈现永久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城镇化进程使得家庭

中主要青壮年劳动力“离土又离乡” ,呈现永久性离乡的流动特征,剩余劳动力即便留守乡村也会脱

离农业。 还有部分村民每年外出务工几个月,赚足当年生活费用后再回村生活几个月,呈阶段性流

出的样态,这导致即便是在地村民对村内资源的依赖依旧较弱,因此,村民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

不足,干群之间的关系既非紧张,也非紧密,而是“表面和谐”的样态。 如今,在深度媒介化社会,媒介

赋能乡村社会可能带来新情况、新资源,同时可能引发新矛盾与新格局。
在“利益联结—治理效能—关系重塑”分析框架中,干群关系与治理效能紧密相连,因此,村干部

试图通过助农直播实践提升治村效能,重塑干群关系,但村干部的这一新型媒介化治理行动呈现出

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与耦合,可能会导致治理成效的差异。 具体表现为直播进村引发多元治

理主体的认知差异,以及在此情境下,村干部传统治理方式与媒介化治理方式的时序冲突,然而,助
农直播所产生的产业效应与乡村治理在目标和功能上兼容共生。

(一)冲突表征:直播嵌入引发村干部治理张力

1. 认知分野:多元治理主体对直播治村的价值认知差异

近年来,“数商兴农” “直播进村”等数字乡村政策导致乡村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然而,过
去现实中部分乡村基层政府服务意识淡薄,对于拆迁征地、移民安置与收入分配等关乎村民利益的

大事暗箱操作、与民争利,使得在村民传统印象中“官民对立”思想根深蒂固[25] ,这导致新的资源利

益进村往往会诱发乡村冲突,村民们首先对此产生怀疑而非信任。 从现实因素来看,数字接入沟梗

阻、农产品上行困难、直播基地搭建与物流运输不足等物质性缺陷常被视作制约乡村电商发展的重

要因素[26] 。 事实上,治理主体基于立场和媒介素养不同产生的认知差异是构成深层制约的主要

原因。
村干部对直播治村的认知差异体现在接收与执行两个阶段,面对这一新型的治村方式,不少村

干部表示难以接受,尽管不得不响应上级政府号召,但在执行时却成为他们数字考核的压力来源。
陈支书坦言:“当时省里只推荐了 50 个去学习的名额,十分难得的机会。 培训的时候讲到了乡村电

商,同行的很多其他村的村支书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就听得不是很认真,但是这一部分我十分感

兴趣,这个就是我做电商直播的一个契机。” ( P1)陈支书在浙江创业时期就曾接触过淘宝之类的电

商平台,对电商有基础性认知,因此,在创新型治理的接受度上存在先天优势。 在直播治村的执行阶

段,除了陈支书这样的头部“三农”主播外,还有很多尾部主播跟风直播带货,但直播所带来的经济收

益甚微。 河南省某村书记的直播间内,村书记在自己卧室内直播,床边简单的一张木桌上摆放着许

多初级农产品,尽管村书记在卖力讲解,直播间仍只有个位数的用户在线数。 “我也想做好直播,但
不懂直播套路很难做起来,所以我的账号名字都带了个括号,备注‘团队长期招人’ ,希望能招到更多

电商人才。” ( P4)当谈及陈支书助农直播成功的原因时,陈支书直言道:“之前我也是一直坚持直播,
结果平台不会因为你坚持就给你流量,得不断根据平台的规则和玩法调整直播策略。” ( P1)由此可

见,直播并不能直接作为治理资源,具备媒介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治理主体才是媒介化治理实践下影

响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
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关键主体,其媒介认知水平深刻影响着直播治村的实践效果。 在调研中,

笔者发现,村民基于既有媒介经验形成的认知习惯,往往将短视频平台的社交娱乐属性置于公共服

务功能之上。 因此,陈支书早期在田间地头拍摄短视频推广乡村时,因村民对其“干部主播”治理合

理性与工作有效性的质疑,导致治理权威面临解构风险。 “我们这个书记刚上任没多久,天天就看到

他在田埂里拍短视频,一开始我们都觉得他‘疯了’ ,这个村‘完了’ ,直播没搞起来之前,我们觉得上

抖音看视频都是为了玩一下的嘛,没想到还可以赚钱。” ( P10)在直播初期,陈支书经常被老支书和

上级领导约谈,称有不少村民投诉举报村支书不务正业。 可见,村干部在治理方式调整的过程中,因
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认知分野,容易产生治理意见分歧,这时村民们会采取越级举报的手段向现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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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书施压,使直播治村受阻,最终可能形成干群之间对立情绪。
2. 实践悖论:村务管理与直播工作的时序矛盾

在直播治村的前中期,村干部面临的时间配置困境呈现出双重制度性约束的特征。 一方面,村
民群体对直播的认知偏差造成了村干部治理行为的限制。 由于传统治理模式形成的认知惯性,村民

普遍将村干部的工作范围锚定于村委会办公室和田间地头,对“直播办公”的合理性认同度较低。 这

种集体认知导致村干部不得不采取错时直播策略,将媒介化治理行为调整至非正常工作时间段。 在

线上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处于中尾部的村干部助农直播时间段集中在 20:00 ~ 23:00 等时间段,
除少部分村干部是因为晚上观看直播的人流量较大等因素调整时间外,还有不少村干部表示白天工

作内容较为饱和难以腾出时间准备直播,或者担心被村民再次举报不务正业等原因。
另一方面,科层体系的考核机制易形成治理的行政压力,乡镇政府通过“驻村考勤系统”等数字

化监管手段,仍将坐班时长、村委会办公地打卡作为核心考核指标,迫使村干部在白天维持传统工作

模式。 双重制度约束下,村干部日均工作时长从八小时延长至十几个小时,产生显著的注意力稀释

效应,日间村务处理效率与夜间直播互动质量均有所下降。 这种时序矛盾实质暴露出媒介化治理实

践与传统行政观念的结构性冲突:当媒介化治理的创新实践被强行嵌套于既有行政时间框架时,不
仅造成治理主体的角色超载,更导致治理形式异化,形成基层媒介化治理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悖论。

(二)耦合机制:利益驱动强化治理效能

1. 功能协同:直播带来的经济效益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效益相融合

现阶段,乡村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家转移性支付,村庄内生性经济动力不足,治理资源十分有

限,这导致干群之间连接较弱。 以 S 村为例,2015 年,村集体负债近 20 万元,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

流,留守人员构成大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 近年来,甚至“家庭式迁移”成为常态,“现在大门紧闭的

都是不在村里的,至少有一半吧,有的把老人都接到城里去了,留在村里的基本没什么事做。” ( P11)
此外,S 村种植业或养殖业同样匮乏。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距离城区有 1 个多小时的路程,本土化农

产品缺乏销路,城乡要素流通成本较高,现有土地撂荒十分严重。 “以前家里种多了,去外面来回两

个小时也卖不出去,家里的菜地就慢慢荒掉了。” ( P12)村民普遍存在的闲暇状态与基层干部有限的

治理资源,共同制约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这种资源约束下的发展困境,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治理主体间利益分配矛盾的产生基础。 “平时没什么事找他们,也没什么联系。” ( P13)因此,干群之

间无事可联,看似无矛盾实则无关系,然而,“干群之间没有关系是最糟糕的关系” [4]344 。
村干部助农直播,数字平台下一种新兴电商直播模式,不仅是连接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数字“中

介” ,还是对接村民与市场供需信息的重要桥梁。 “我们村这边的人都可以上山挖葛根粉,但是别的

地方的人挖不到呀,想吃纯正无添加剂的葛根粉又不知道去哪里买,我们书记开直播以后,买这个的

人好多。” ( P7)不仅如此,邻乡村民、各农产品加工企业、其他乡村组织也前来 S 村寻求合作。 “我昨

晚上卖的茶油就是和其他村供销社合作的,这个品质都是经过筛选的,小孩子擦伤后好多农村人就

抹点这个茶油。” ( P1)
直播治村的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融合主要在于直播治村能够破解传统治理中经济基础薄弱

的根本性障碍。 在 S 村案例中,集体负债、劳动力外流与农产品滞销导致干群缺乏利益性交集,而直

播电商通过打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不仅激活村集体经济收益,更重构治理的社会基础。 农产品产

销链条倒逼干群形成常态化协作,使经济利益获取与治理参与形成共生关系。 这种媒介驱动的市场

化机制将原本离散的干群双方纳入共同利益网络,经济收益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的物质支撑,而治

理优化又反哺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双向强化闭环。
2. 目标统一:村民利益诉求与政府绩效考核的共同实现

在乡村内生性经济匮乏、治理效能相对低下形成治理结构性困境的前提下,促使村民生存理性占据

主导,在地化村民对媒介化治理的期待具象化为直播所带来的经济赋能。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通过将

“集体经济增长率”等指标嵌入绩效考核体系,形成对村干部经济治理行为的刚性约束是上级对下级的

行政治理目标。 在此双重诉求情境中,直播治村作为媒介化治理形式展现出独特的耦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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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村干部通过助农直播构建“生产-流通-再生产”的媒介化治理闭环,使村民个体经济诉求

与集体经济发展形成利益联结,其经济效应直接提升村民的治理参与意愿。 具体而言,在村干部的

助农直播间,村干部与受众之间的关联可被视作一种“拟社会关系” (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村干部

通过披露个人身份信息作为直播间信息补充,而直播主体的身份特征可以强化直播电商交易中信任

机制的形成[27] ,这是政府背书下的干部助农直播区别于其他直播主体的先天性信任基础。 观看直

播的受众与作为媒介人物的村干部因助农直播产生了社会连接,村干部通过讲解手中的农产品激发

受众产生“拟社会互动” ,受众感觉村干部在对着自己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虚拟”超越“现实” ,
受众会将村干部当成真正的朋友,形成虚拟的社会认同,使得村干部得以借助身份认同在直播场域

促进农产品流通。
第二,直播数据流中的 GMV(总销售额) 、观看时长、转化率等可视化特征,为基层政府提供可量

化、可追溯的治理效能评估依据,使原本抽象的“经济发展”考核目标可转化为具象的考核指标,并激

励村级组织创新治理方式。 这种目标统合性本质上源于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兼容———村民通过

生产农产品与村级组织合作,参与直播变现实现收益递增,基层政府借助技术治理完成政策执行效

能提升,二者形成激励相容机制。 由此可见,直播治村并非单纯的技术应用创新,而是乡村治理现代

化转型中治理主体利益目标再平衡的制度化载体。
总体而言,村干部通过助农直播这一媒介化治理实践重构乡村干群关系的底层逻辑,从传统的

“表面和谐”转向利益联结下的共生协作。 过去,乡村人口流动等社会性变迁改变乡村利益格局,干
群双方缺乏利益性联结,直播电商的介入也已打破这一僵局,村干部以主播身份搭建城乡要素流通

桥梁,通过助农直播激活集体经济,这种媒介赋能重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农产品产销链条倒逼干

群协作,形成“经济收益-治理参与”的共生闭环。

四、媒介化治理视域下乡村干群关系的重塑路径

干群关系作为乡村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体现为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时存在但不直接显露的内在

张力。 干群关系之间的友好与紧张,直接影响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与质量。 然而,现阶段,村干部

缺乏治理资源,与村民间缺乏利益联结,治理效能相对低下,乡村干群关系逐渐疏远。 因此,针对这

一治理困境,重塑干群关系的核心在于通过媒介化治理实践建立干群利益纽带,媒介化治理资源-能

力共同作用于治理效能,通过提升治理效能改善原有的干群关系。
(一)搭建治理基础:建构媒介化利益共享机制,激活干群共生型联结

干群联结基础薄弱主要表现为二者利益关联不够,因此需要通过整合双方利益诉求奠定治理基

础。 干群关系从属性上归类为政治关系,但从本质上体现为利益关系[24] 。 村干部的助农直播不再

像往常那样仅被视作宣传乡村的一次媒介展演,而是更多以村级治理工作形式直接影响村集体经济

效益,对村干部而言,既有利于完成上级的主要考核目标,也能增加个人话语权。 在此基础上,村干

部助农直播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促农增收、外流村民返乡就业、政务服务的社会化转型、村级产业提质

升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利益纽带整合乡村资源。 例如,2018 年,陈支书

刚当上党支部书记时,账面上仅有 11 万多元,负债 19 万多元,村子原有产业萎靡,村庄空心化严重。
通过助农直播的宣传推广,不仅带动当地油茶产业的招商引资,还分别推动占地 400 平方米的电商

直播基地和占地 1600 平方米的“仓播”基地的搭建,直接带来基地租金收益十几万元,当直播间销售

额达到一定比例后为村集体收益增收 20 多万元。 从村集体经济负债到盈利,干群之间形成利益共

同体,以此构成治理基础。
不仅如此,还应建立“农产品共营-收益共享”机制,激活干群共生型联结。 带动村民以土地、劳

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直播合作社,使干部与群众在选聘、品控、分销等环节形成深度利益捆绑模式。
当直播经济效益足以反哺村集体建设时,经济收益转化为治理资本,直播媒介也因此成为利益分配

的中介枢纽,以此缓解干群之间“无事可联”的疏离关系。 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交往遵循社会交换的

原则,利益的捆绑有利于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 村干部实实在在为村民带来收益后,村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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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治理的参与意愿和配合程度将会提高。
(二)建立治理共识:设置多元化参与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意义共构

多元主体对直播治村的认知偏差源于参与不足,因此,需要强化多元主体的全链路参与。 在媒

介化治理实践中,干部与群众需找寻相互契合的行动焦点,双方在行动过程中能共享诸多兴奋与真

挚的情感体验,进而形成稳固、双向、积极的干群互动关系。
一方面,村干部需充分发挥引领与统筹作用。 以助农直播产业链为例,助农直播工作包含与村

民对接的部分有直播前期的选品、称重、售价核算、产品链接制作、产品排序等,直播中的实时互动、
产品介绍、搬运产品、农产品实时加工与直播间展示、场控、在线客服等,直播后期的农产品打包、发
货等,在这一过程中,每一环节都对应着相匹配的村民岗位。 例如,在直播前两个小时,各乡村民会

陆续将自己的农产品送往 S 村直播基地,在对产品验货、称重后,村民们自发地等待开播,当陈支书

直播介绍完农产品后喊“一—二—三” ,所有村民齐声呼应“上链接” ,二者配合十分融洽。 在直播基

地工作的受访村民表示,“原来是哪里有活我去哪里,不是很稳定,现在直播搞起来了,我专门打包,
一天打包四五百单,一个月稳定收入 4000 多元。” ( P8)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逐渐认识到直播

给村庄带来的改变,很多村民都自发前来帮忙。 “我是专门在书记直播的时候在后厨炒菜的,比如马

上要讲我们村的虾米了,我就赶紧炒一盘,再端上来给书记展示。 以前在家里都没事做,现在天天过

来给书记帮忙。” ( P9)
另一方面,群众则需立足自身,以实际行动保障农产品的质量与稳定供应,严格把控从田间到直

播间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消费者收到优质、新鲜的货品。 “我们有时候红薯干要是没有晒得特别干,
他们就不会要,因为怕发霉嘛。” ( P16)与此同时,双方还能共享直播带来的情感体验。 当一场精心

筹备的直播收获大卖佳绩,屏幕上订单量不断刷新时,村支书与村民一同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之中,那
是对共同努力成果的欣慰;而在面对直播过程中的技术故障,如卡顿、掉线等,或是遭遇激烈的市场

竞争,产品销量一时受挫等挑战时,大家又紧密团结在一起,村支书迅速寻找解决方案,村民们积极

建言献策,共克时艰的团结感油然而生。 干群之间在乡村直播电商发展进程中的频繁互动,一环扣

一环,逐步形成完整且富有活力的互动仪式链。 干群间良好的社会关系得以不断深化,彼此的群体

认同感与归属感愈发强烈,进而从多个维度有力地促进了干群之间的情感联结,为乡村的持续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
(三)深化治理改革:推进制度化改革,实现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动态平衡

通过制度化改革调适媒介化治理与传统型治理的冲突困境,进而保障干群有序交往。 针对“白

天上班-晚上直播”等媒介化治理的时序冲突,其核心矛盾在于传统治理依赖身体在场,而媒介化治

理强调脱域办公,与传统型治理的在场互动不同,媒介化治理表现为异地响应与弹性时间配置的治

理特征,例如,在流量高峰期的夜间直播人气可能会比白天上班时间效果更好。
首先,制度化保障灵活办公的合理性,通过修订《村级组织工作条例》 ,将直播时段纳入合理治理

时间。 在此期间进行的直播互动、线上答疑等数字治理行为,经平台数据公证后可按系数折算为上

班工时。 此举既保障传统治理形式的制度权威,又赋予媒介化治理时空合法性。 其次,强化基层组

织建设。 一方面,因岗调人,配置工作任务时需考虑到村级组织中个体差异化的媒介化素养,减少具

备直播能力的村级干部常规性工作,腾挪出的时间用于直播筹备。 另一方面,因事调时,将日间坐班

的常规事务如材料填报、档案整理、纠纷投诉处理、农产品咨询等进行集中化处理,保障直播治村的

基本治理时间。 最后,融合设计考核指标,构建双轨制效能评估体系。 设置“媒介化治理效能指数” ,
包含经济指标、协同指标、纠纷指标等核心指标,与常规考核的“事务办结率” “群众满意度”形成交

叉验证。 这种制度调适本质上是通过时间调适与任务重组,将媒介逻辑的弹性特征嵌入科层制的刚

性框架,直播不再是对传统治理的“时间挤压” ,而是经制度认证的治理能力拓展。

五、结语

研究聚焦村干部助农直播实践,通过对中部“空心村” S 村及其他多地村干部助农直播实践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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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观察与深度访谈,系统探讨了媒介化治理重塑乡村干群关系的实践路径。 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

深度渗透基层社会的背景下,村干部助农直播已超越助力农产品流通的媒介化工具属性,演进为重

构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治理实践。 笔者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治理效能—关系重塑”分析框架,揭示

了媒介化治理对干群关系的双重作用机制:一方面,直播通过经济利益共享与治理参与共融,激活了

干群间长期沉寂的互动网络;另一方面,制度性赋权与主体能力适配的动态协同,构成治理效能转化

的关键枢纽。 这一发现解构了媒介技术决定论的话语霸权,可为理解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转型难题

提供新的切口。
在以往的乡村治理实践中,村民普遍呈现出“无事可做”的闲暇状态与基层干部“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的治理困境,这看似弱化了干群之间矛盾的产生基础———治理资源,实则令干群之间更为疏

远。 如今,伴随着基层治理主体融入短视频、直播等视觉媒介,乡村治理与媒介交融衍生出“直播治

村”等新型媒介化治理形态,众多乡村干部尝试以此为突破口,通过村干部与直播间粉丝之间的“拟

社会互动” ,形成直播场景中农产品消费的信任基础,带动地方经济并转化为治理资本。 然而,囿于

治理主体固有的媒介认知、科层制时间规训与媒介化治理实践的制度性冲突,使得媒介化治理的实

践创新存在制度和认知的双重张力。 助农直播不同于传统的治村形式,不仅需要村干部的治理统筹

能力,还需要村干部拥有丰富的媒介实践经验,媒介素养与治理统筹能力共同构成基层治理中差异

化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因此,需要治理主体不断学习媒介知识,并持续根据媒介环境调整治理策略,
以适应高速发展的媒介技术变革。

相较于既有研究,研究在学理层面突破媒介工具论的传统认知框架,揭示媒介化治理效能受“制

度赋能—主体能力”双维适配的深层影响机制,弥补传统治理研究对技术中介性与主体能动性互动

的解释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媒介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内涵。 实践上,研究剖析了重塑乡村干

群关系的核心在于通过媒介化治理实践搭建利益纽带,进而提升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反哺干群关系。
乡村干群关系的重塑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乡村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现实选择。
具体而言,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推进,传统干群联结机制式微,干群关系从“紧

张对立”转向“表面和谐”的疏离状态。 这种疏离源自治理资源匮乏与利益联结薄弱,表现为村干部

因缺乏直接性治理资源难以回应村民诉求,村民因城乡流动加剧缺乏参与村务自治动力,导致干群

之间既无实质性矛盾亦无事务性联系。 尤其是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乡村社会被裹挟进数字技术的浪

潮之中,传统治理模式亟待突破,乡村利益格局面临重组的可能,由此为推动干群关系健康有序发展

提供前提基础。 从治理基础来看,建立媒介化利益共享机制有可能突破传统治理资源匮乏的桎梏,
将离散的干群双方纳入共同利益网络,经济收益转化为治理资本;从治理共识来看,干群之间找寻相

互契合的行动焦点形成互动仪式链,多元主体参与媒介化共治推动干群有序交往;从治理协同来看,
通过双轨考核体系与弹性办公设计的制度化调适,弥合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实践冲突。

重塑后的干群关系呈现共生协作的乡村图景,村干部展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

风,为践行我国根本政治路线提供有效保障。 直播驱动的集体经济增收为治理效能提供物质支撑,
村民从“无事可联”到主动参与,村干部则获得数字政绩。 不仅如此,媒介化治理还在一定程度上重

构乡村公共性,直播基地成为新型治理空间,村民在直播协作中找寻新的归属感,干部通过可视化治

理增强公信力。 弹性考核机制与利益共享模式的实施还可形成长效激励反馈,使干群关系从“行政

帮扶”转向“利益共生”的联结状态。
这种转向体现出媒介化治理研究的双重价值,一方面,突破“媒介化必然促进治理优化”

 

的认知

定式,强调媒介化治理的成效受制于治理主体的认知惯性与制度惰性。 这表明乡村干群关系的重塑

不仅是技术赋能的产物,更是制度创新与主体能动性协同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

可持续的内生性动力,通过媒介化治理激活乡村内在发展动能,实现治理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协同

推进。
未来研究存在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研究样本方面,未来可纳入东部沿海发达乡村、西部偏远

乡村等不同发展程度的村庄案例,关注其村干部开展的媒介化治理实践与治理过程中的干群交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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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研究维度上,直播电商链条中物流企业、电商平台、农产品加工商等第三方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行

为选择可能会改变干群利益联结的强度与结构,值得深入探究;研究时序上,干群关系的重塑是长

期、动态的过程,直播热度衰减、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皆可能引发干群关系的再度变迁,未
来需持续关注其演化轨迹。

综上,村干部助农直播作为媒介化治理的本土化创新实践,为乡村干群关系重塑提供了全新路

径。 随着数字技术持续渗透乡村治理场域,媒介赋能不应仅关注到技术“嵌入”的问题,更应关注技

术“融入”的问题。 面对乡村烦琐的社会关系,优化干群之间利益联结模式与干部考核体系,推动干

群关系从“行政帮扶”向“利益共生”深度转型,为乡村振兴与治理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让技术赋能

真正转化为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内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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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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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as
 

an
 

emerging
 

form
 

of
 

mediated
 

governance,provid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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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
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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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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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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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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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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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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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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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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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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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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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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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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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adres
 

and
 

the
 

mass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study
 

takes
 

the
 

live
 

streaming
 

practice
 

of
 

a
 

netizen
 

secretary
 

in
 

a
 

hollow
 

vil-
lage

 

in
 

central
 

China
 

as
 

a
 

case
 

stud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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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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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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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ed
 

governance
 

practice
 

of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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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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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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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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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vernanc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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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
lage

 

governanc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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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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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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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media-
ted

 

governance
 

ability
 

of
 

village
 

cadres,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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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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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individual
 

media
 

cognition. In
 

the
 

live
 

broadcast
 

village
 

governance, the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media
 

logic
 

and
 

governance
 

logic
 

may
 

lead
 

to
 

cognitive
 

divide
 

and
 

practice
 

paradox
 

and
 

other
 

practical
 

dilem-
mas,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
 

cogni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the
 

contradictio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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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management
 

and
 

live
 

broadcasting
 

time
 

sequence,etc. ,which
 

make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village
 

governance
 

have
 

a
 

blockage
 

in
 

the
 

countryside,which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path
 

of“ interest
 

linkage-governance
 

efficacy-relationship
 

reshaping” . The
 

path
 

of“ interest
 

linkage-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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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ing” can
 

be
 

used
 

to
 

balance
 

the
 

elasticity
 

of
 

mediated
 

governance
 

and
 

the
 

rigidity
 

of
 

tradi-
tional

 

governance,and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path
 

for
 

the
 

reshap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adres
 

an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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